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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是一片神奇得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。高大的木棉将春

天绽放得有如盛夏一般热烈，繁茂的棕榈在隆冬依然招摇着丰

厚的秋实，湿漉漉的空气流传着粤讴的遗韵，古老的南音濡染着

一个时代的色彩，带着依旧湿漉漉的声腔向中原进发。这里始

终蓬勃着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每每加以挞伐的“重商主义”之风，

然而这里却又经常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气息，涌现的学术大师至

少自近代以来不遑多让于任何以文化教育见长的省份。这两种

风气在许多文人的理解中原是那样地彼此相克、水火不容，但在

这里却得到了如此和谐，如此协调的发展。这种和谐、协调的发

展，很可能得益于此地固有的巨大的包容品性———那包容品性

令人很容易联想起拥抱在深圳湾、琼州湾和北部湾之间的迷人

的南海。它总是那样慈眉善目地吞纳各种流向的河川；亦令人

很自然地联想到岭南大地，它能将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剑拔弩

张，化解为一派永恒绿色的太息。这种包容品性既能使商人如

鱼得水，也能使文人得其所哉，于是，全国各地的经商者蜂拥而

来，也有一些文人学者在木棉和棕榈的感召下联袂而至。

在这样的认知中，我不仅理解了自己以及别的朋友，也理解

了钟军红。如果仍按旧的行政区域将海南算作广东属地，军红

是地道的广东人。重商之风长期浓重地包围着她，她却一点也

不为所动，在自己的书斋中缓慢而自如地整理史料，研磨笔墨，

剔尽世风的虚浮，感悟学问的沉潜，平心静气地贡献出这部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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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稳的著作。重要的是她并不因此而成为一个不入世潮、不识

时务的孑然独立者。她以自己所选择并深深钟情的这种治学方

法和生活方法，参与了南中国轰轰烈烈、风风火火的时代运作，

这种“活法”本身应该被理解成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其丰

赡气象的应有之意；她以自己可贵的努力加入了这一时代大合

唱中的一个特别的声部，以自己的成果融进了这片神奇大地多

姿多彩的一抹特别的色块。是的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，广东越

来越引人注目，但它的吸引人处绝不会只在于金钱的颜色，火红

的英雄花和高贵的棕榈树昭示着自然界的千姿百态，不也暗示

着人文社会图景的色彩斑斓？许多粤地学者卓有成效的工作，

包括钟军红的这部书，都以自己富有生命质感的嘀咻，向外界的

一切有心人提出这样的暗示，这似乎也体现着岭南文化更加深

邃的含义。

如果将我上面所说的话概括为好学问不分地域，我不打算

否认，不过同时我想申言的是，有的学问可分性别。类似于胡适

研究，哪怕是关于他的诗歌和诗论的探讨，我总觉得是特别宜于

男性的话题。我拜谒过胡适的陵墓，追寻过胡适在美国留学的

一些踪迹，对这位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和新文学的尝试者保持着

相当的尊敬，但在浏览过胡适的不少文章和作品之后，觉得除了

“两个蝴蝶儿”那样有限的几首尝试诗和纪念徐志摩的那篇著

名演讲而外，他适合女性读者的文字并不是很多。特别是他倡

导白话诗歌的那些文字，将一些勇敢的真知灼见加以紧张、局促

而粗糙的包装，然后满怀兴致地投放到各种新文化杂志上，一面

又略带世故地显现出漫不经心的神情。这样的勇敢、紧张、局

促、粗糙，以及满怀兴致和漫不经心，一如他《尝试集》中的大多

数篇什所呈现的一样，也如他受人关注同时也备受争议的人生，

显然不怎么适合女性读者，当然也同样不适合女性研究者。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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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红颇有男性气质地选择了胡适白话诗论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

研究课题，而且通过这部专著呈现出了男性化的学术风格：有紧

张的论辩，有勇猛的突破，有时也难免观点的局促与推断的粗

疏，但作者始终满怀兴致地潜心钻研，每有所得又显得大大咧

咧、漫不经心。这样的男性化风格，不仅与其所研究的对象十分

吻合，而且使得作者轻而易举地避开了“小女子学术”的局限，

显示出一般女性学者非常难得的潇洒与大气。

钟军红以她的潇洒和大气写出了一本富有张力的著作，既

充满着学术论辩的紧张又包含着人生体验的舒徐，那紧张和舒

徐足以令人联想到广东的仲春时节，英雄花火红的绽放嵌入了

茂密的棕榈叶从容的舒展。

胡适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，他的新诗倡导理论所引

发的争议更是旷日持久，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，免不了会进入紧

张的论辩。钟军红面对着这种学术论辩没有丝毫的胆怯与不自

信，她通过大量的史料引证，更通过自己对这些史料积极而富有

个性的理解，总是胸有成竹地提出自己的观察和批评意见；这样

的观察和批评意见几乎遍及胡适新诗倡导理论的每一个方面。

她指出，胡适倡导新诗的初衷并非“取代旧诗”，而不过是在中

国诗歌发展的品类中增加一种可以叫做“新诗”的东西，因而胡

适应该获得“新的诗歌品种的倡导者”这样的历史定位。这也

应是对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的更为恰当的定位。这不仅解除

了胡适“一概否定传统”的偏激论定，也确实走上了切入乃至还

原历史本真的路数。如果都按照已然成势的偏激之论，胡适

“一概否定传统”，“全盘西化”，何以解释他对于国学的热衷？

如果在胡适等初倡者的心目中，新诗的倡导意味着是对传统诗

词的否定与取代，何以解释他们一面尝试新诗的同时一面仍然

写作为数并不很少的旧体诗词这一现象？钟军红的这番论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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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在文献考证、文学史观分析以及文学历史实践验证的基础

上，得出的结论确能令人信服。

钟军红在充分论辩的基础上，发现了胡适新诗倡导理论的

“通变”体性，认为这是新诗运动乃至文学革命运动能够取得速

胜的最为重要的原因。具体地说，胡适倡导“今日之中国当造

今日之文学”，以传统的通变观论证了旧文学之变与新文学之

起的历史必然性，为人们反对旧文学、提倡新文学，反对文言文、

提倡白话文，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。而且，根据这种进化色彩

浓厚的通变观，关于新旧文学此起彼落的认知就不再是简单的

孰优孰劣问题，而是时势的选择，历史的需要：古老的旧文学无

法掩饰其种种不合时宜的弊端，而年轻的新文学虽难免有稚嫩

的表现却应时而生，应势而起，故能取得迅速的胜利。

本书面对的胡适及其新诗倡导理论是一个既复杂又为人所

熟知的对象，有关这一对象的各个方面都存有各种比较权威的

结论，这就意味着追求任何学术的突破都必须进行紧张的论辩。

钟军红觉得应该为胡适及其新诗倡导理论的所谓偏激性辩护，

于是紧张地进入“偏激话语”历史的论证，断言这是一种古已有

之的“策略”。将偏激的言论作历史“策略”的理解，不仅新鲜别

致，也符合胡适当年的心态和历史事实。重要的是作者善于在

引经据典的语境下展开这种建设性的论辩，显露出踏实而良好

的学术作风。例如胡适“作诗须得如作文”的理论，一般认为是

西方近代诗歌思潮冲击的结果，有人曾言之凿凿地论证过受庞

德的意象派理论的影响，而钟军红认为，这种理论的灵感主要还

来自于宋代“以文为诗”观念的启迪。这些学术论辩既体现出

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，又体现出鲜明的突破勇气。

钟军红在书中所显露出来的学术突破勇气相信会给读者留

下深刻的印象。她对胡适新诗倡导理论的一系列论析和判断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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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力破陈说，坦陈己见，从而全书都鼓荡着创新的锐气和求异

的精神，在迭出的新见中炫示着勇毅的自信。特别是她敢于从

胡适新诗倡导的历史影响引申出对新诗“末路”问题的发言，实

在是大胆真诚而精彩斐然的一笔，足见其学术追求和学术风格

的丈夫气概。新诗的前途与出路是困扰着新诗评论界的一大难

题，即使是那些在诗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诗评家，触及到这样

的问题也往往谨言慎论，小心翼翼。尽管钟军红在接触到这个

问题时也“有些战战兢兢，迟迟不敢动笔”，但她终于还是欣然

命笔，写下了关于中国新诗可能发展路径的畅想、推断和辨析。

她从胡适对新诗倡导的攻略和功效中获取了一般评论家所缺少

的底力和魄力，旗帜鲜明地向诗坛上存在已久的那种否定新诗、

诘难新诗倡导者的论调亮出自己的否定态度，认为新诗倡导者

在这方面并无谬误，新诗依然会有着良好的前途。新诗在现代

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某种尴尬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，与部分

诗人自以为是，将诗歌创作视为高不可攀的灵魂游戏，不重视诗

的传播，缺少平常心也有关系。于是，诗的创作便在诗人自我世

界的蜷曲中趋于萎缩。这种局面的形成，实际上导源于新诗人

特别是当代诗人违背了初倡者的意愿，而不是胡适等人倡导新

诗本身有什么过错。在此议论的基础上，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

和生动的实例说明，新诗倘若能接续本民族“乐以诗为本，诗以

声为用”的传统，在“诗的有意识的传唱”方面下工夫，就必然能

够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。

钟军红上述这些充满着学术论辩的紧张感的突破，往往都

能与她学术陈述的舒徐自在联系在一起，从而构成鲜明的学术

个性。当她表述“诗的有意识的传唱”这样的学术见解时，她的

内听觉一定充满着《千年等一回》、《历史的天空》等流行歌曲优

美的旋律，那行云流水般款款流淌的歌词频频挑动着她的诗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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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向往，这样一种丰沛的感兴，坚定了她“诗的有意识的传唱”

的信念。她在对九十年前胡适理论的遥远回应中，应能感受到

理念的灵动和情绪的翕张。于是，她有了关于新诗传统批评的

动力，有了关于新诗倡导者功过是非判断的识力，有了关于新诗

前途探索与未来推论的魄力。这本书在这些个“力”的推动下

越发显得意趣饱满，诗趣盎然。

“定位批评”的学术定位使得钟军红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充

分调动了她的审美认知和人生感兴，使她能以一种诗性的领悟

环抱胡适的新诗倡导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状貌，作为思想

和学术成果显现出来的因而就不仅仅是思想本身，还有与思想

相关的生命的丰富与精彩。由此，认真的读者应很容易理解，为

什么作者会把这样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定位为一种“批评”———

在习惯和语感上，“批评”常与严格的学术有所区分。然而“批

评”又常常意味着挣脱学术理念的自由，以日常的体验乃至生

命的感悟融入理念的阐述。钟军红无论是在胡适的引领下进入

历史论辩的语境之中，还是从这种语境中走出进入现实的观察

和未来的畅想，都不愿放弃介入日常体验与生命感悟这样一种

自由，都希望融进审美认知和人生感兴。这是一种生命写作。

前些年“身体写作”风靡一时，有人曾精辟地提出：女作家固然

在用“身体”写作，男作家却未尝不是在用“生命”写作。几易寒

暑，竟有沧桑之变，男作家用“身体”写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，钟

军红却很有男子气地实践着生命写作。

作者舒徐自如、从容自若的学术风格还在于，她于紧张的论

辩中时时表现出公允的平和，在为胡适辩护的同时也常常指出

胡适的历史局限，在论证新诗倡导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

常分析出这种理论的先天缺陷。虽然这样做有时会使得她的论

述成掣肘之局，但所体现的学术的公正会为她和她的书赢得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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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想的声誉。

是的，对于一个学者，学术声誉是相当重要的。钟军红显然

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在勇猛的突破中时时体现着认真与谨慎。

她将这部书称为对胡适新诗尝试理论的“定位批评”，也正体现

着这样的认真和谨慎。联想到历史上的胡适，连笑容都透露出

认真和谨慎的神情，不由得不赞叹：钟军红确实吃透了自己的研

究对象。以这样的风格作为前导，即便是为学经商都“居之不

易”的广东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都可能变得如鱼得水。

就在提笔写这篇序文的前几天，我来到了暨南大学。这后

几句话，显然不是对钟军红说的。感谢军红在她珍贵的书页中

借我这几片，让我老实不客气地用来写下几句聊以自勉的文字。

朱 寿 桐

圆园园源年苑月员员日至员怨日

于广州—南京—西安旅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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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摇言

一、批评的理由

胡适，一个在中国文化的选择上旁逸斜出、独辟蹊径的现代

学者；一个曾经令研究者不褒则贬，观点呈严重对立态势的文化

先驱；一个外表温文儒雅，其精神却可用宋人诗句“不践前人旧

行迹，独惊斯世擅风流”为其生动写照的现代诗学创始者。

多少年过去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常常听到类似胡适留美同

窗任叔永那样的疑问：中国的诗学积蕴浩瀚丰厚，胡适“何为舍

大道弗由”，偏偏要“旁逸斜出”，要为新诗设定“作诗如作文”的

标准，要写这种在诗美追求上似与传统诗词有着极大区别的自

由的白话诗？

答案自然是有的，而且是多种多样。但本书仍然执着于寻

找另一种答案，一种或许更有利于与传统诗学沟通的答案，一种

更为合乎胡适本来心愿的答案，一种出自重新定位而作出的对

于胡适新诗理论的新的解答。

在广泛的文献阅读中，笔者看到，近十几年的胡适研究已有

很大突破，但主要集中在生平史料、思想文化方面，而其新诗理

论仍存在争议。作为中国近现代有清醒的创新意识的文化先驱

的胡适，其产生于文学转折时期的新诗理论存在争议本不足为

奇，但令人深感不安的是，不少学者论及胡适及新诗时依然是不

褒则贬，观点呈严重对立态势，一些争议性问题无法真正深入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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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并获得启示，许多关系到新诗形态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仍被

搁置不提，如胡适“作诗如作文”理论为何能建构，其与宋诗“以

文为诗”理念的影响有无关系，胡适“作诗如作文”的命题有无

理论缺失，如何理解胡适“不用套语”、“不用典”、“不讲对仗”

等有关中国新诗形态之设想，胡适与学衡派的诗歌理论有无内

在默契，中国古典诗歌固定话语的终结及嬗变与胡适有何关系

等等，已经成为胡适研究领域中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

除此之外，新诗的状况也令人担忧。从“新诗不被接受”、

“新诗没有读者”到“新诗病入膏肓”、“诗在死亡面前残喘”，各

种说法不断见诸报刊。

新诗真的不被接受？新诗果真已到了末路？各种有关新诗

前景的揣测，难道真的说明了胡适倡导新诗的谬误？

胡适曾经有过一句名言：“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

你。”面对新诗的危机，新诗的倡导者胡适及其新诗理论，当然

就要再一次地经受人们的质疑及检验。

以上可以说是批评的理由。

二、批评的方法

首先，本书采取的是一种重新定位并从新的视角诠释胡适

新诗理论的批评策略。其次，本书采用的是文献考证与本体理

论批评相结合的批评方法。

所谓重新定位，是指研究者对于胡适尝试新诗动机的准确

认识。长期以来，在许多文学史家的阐释中，新诗是与旧诗相对

而言的，新诗的倡导，意味着传统诗词正统地位的被否定乃至旧

体诗词的被淘汰，新诗与旧诗之间是取代与被取代甚至是臣服

与被臣服的关系。胡适也就理所当然地以“新诗取代旧诗正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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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位倡导者”的形象被载入史册。但实际上，这种在进化论文

学史观和二元对立思维主宰下作出的定位，既不完全切合胡适

“尝试新的诗歌品种”的初衷，更不利于承继诗歌传统和促进新

诗成熟，同时还导致学者对胡适诗歌理论评价的差异。笔者通

过文献的考证、文学史观的批评和实践的检验，证实“新的诗歌

品种的倡导者”才是对于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的更为恰当的

定位，而理论的诠释便紧绕着“二十世纪初，一个新的诗歌品种

的诞生”这一定位和如何更有利于承继诗歌传统、促进新诗发

展的角度切入并一一展开。

站在不同的视角，就会有不同的新的发现。

比如说，中国诗学积蕴浩瀚丰厚，胡适“何为舍大道弗由”，

偏偏要“旁逸斜出”，要为新的诗歌品种设定“作诗如作文”的标

准？笔者通过研究发现，胡适“作诗如作文”理论的建构，除了

西方近代诗歌主潮冲击等因素外，其灵感主要还来自宋诗“以

文为诗”的启迪。

又比如说，关于酬唱传统断裂问题。人们一般都认为，是胡

适倡导新诗导致了今天的年轻人不擅诗赋，笔者通过研究却发

现，酬唱传统的断裂并不直接与倡新诗有关，而科技的发展、新

式教育的兴起、科举的废除及对传统不无偏激的反省才是导致

酬唱传统断裂的主要原因。

当然，由于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渐进性和局限性，作为一个转

折时期的文化先驱，胡适常被学者“褒来贬去”，确实是事出有

因。因为胡适“作诗如作文”命题在本体理论、诗学依据、诗美

思想等方面确存在严重的理论缺失；胡适的许多理论关乎百年

中国诗歌发展却又利弊兼有；未来新诗确实不能再朝“作诗如

作文”方向发展，“作诗如作文”的命题可以休矣！

以上发现都出自文献的考证或本体理论的检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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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批评的内容

本书的写作立足于世界诗歌主潮的大背景，关注当下新诗

创作之得失，在重新定位的前提下，有针对性地对胡适新诗理论

及关系诗歌形态发展的理论问题开展深入而系统的研究。

全书由三部分组成。上编五章，研讨多年来有关胡适倡导

新诗的几个争议性问题。下编六章，研讨胡适新诗理论建构包

括新诗形态探索中的得失问题。附录四讲，研讨与新诗倡导相

关的胡适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与发展问题。

第一章，探讨胡适新诗创作及理论的定位问题。笔者认为，

以胡适为首的先驱者所发起的新诗运动，尽管所受责难颇多，问

题不少，但其贡献及意义仍应充分肯定。其终极的贡献，说到

底，是为多姿多彩的中国诗歌园地增加了一个在艺术体式上迥

异于传统诗词但又与传统诗歌血脉相连的新的诗歌品种———中

国的白话新诗。这种新诗在总体成就上无法与唐诗、宋词、元曲

相提并论，但已在事实上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华夏子民咏物抒怀

的主要的诗歌样式。因此，“新的诗歌品种的倡导者”才是对于

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的更为恰当的定位。本章还着重指出，

“新诗取代旧诗正宗地位倡导者”这一不甚切合先驱者初衷的

定位之所以能够成立并成为一种牢固的观念，主要是进化论的

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家诠释历史的活动中起了理论导向的作用。

这种定位带有浓厚的新旧诗歌对立的意味，是“现代与传统二

元对立模式”的典型表现，它在客观上妨碍了新诗向旧诗的借

鉴学习，有必要对胡适倡导新诗的贡献及二十世纪初的新诗给

予重新定位。

第二章，探讨胡适倡新诗时“否传统”问题。“一概否定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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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”是以往人们对于胡适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，但胡适

当年一字一句亲手写就的大量文献却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

实：胡适对旧诗传统“褒”“贬”分明，而并非“一概否定传统”；

胡适积极地以旧诗之道探寻新诗之路，并非“唐宋诗词一笔抹

消”；胡适从本能到自觉地借鉴传统，绝非“弃祖传文化精华如

粪土”。为充分证明胡适积极地以旧诗之道探寻新诗之路，且

对旧诗传统“褒”“贬”分明，本章末还附上录自《胡适留学日

记》的“论诗选粹”。

第三章，探讨胡适倡新诗时“废文言”问题。白话取代文言

已是近一世纪的事实，有关“废文言倡白话”的争议却从未止

息。除了语体本身的孰优孰劣外，首倡者胡适的一些过激的言

谈，也是导致人们争执不休的重要原因。由于种种缘故，人们对

胡适一些偏激话语的内涵外延和来龙去脉缺乏深入的了解，愈

是年代久远，人们对胡适的疑问和误解愈是加重。本章从三方

面试作新的诠释。一、“死了的文言”：一种偏激的话语策略；

二、“废文言倡白话”：顺应历史需求之举措；三、特定时代语境：

偏激话语策略之由来。

第四章，探讨胡适倡新诗与酬唱传统断裂问题。酬唱传统

的断裂，人们常将其归咎于新诗的倡导，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商榷

的问题。本文通过史料的研究认为，是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，给

我国二十世纪前后的有识之士以极大的心理压力，使他们在深

感国力贫弱的同时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深刻的乃

至不无偏激的反省，在当时，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贬斥已经成为

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。新式教育的兴起便与上述反省心理有

关。因此，我们只能说，当专重诗文的旧式教育已逐渐地被新式

学堂所取代，传统诗文已完全失去其科举时代所独有的功用魅

力时，胡适等人的倡导新诗，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酬唱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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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的断裂。但这种断裂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文学革命，而在于社

会、科技、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变化。即使胡适等人不倡

导新诗，酬唱传统的断裂也一样迟早要发生。

第五章，探讨胡适倡新诗与新诗“末路”问题。诗歌在现代

社会生活中遭遇尴尬，是否意味着胡适倡导新诗的谬误？笔者

对此持否定的态度。笔者认为，诗坛上其实依然活跃着一批比

较优秀的新诗人，但其中相当一部分，已转向歌词的创作。笔者

认为，当人们讨论并总结新诗的教训时，指责的往往是新诗接受

了西诗的标准，认为是胡适在倡导新诗时背叛了自己民族的传

统，接受了西诗的标准，因而才导致新诗的读者日渐减少。事实

上造成新诗困境的原因很多，但诗的高不可攀，诗的不注意传

播，诗人的缺少平常心也是主要的原因。笔者认为，部分新诗人

写作歌词的尝试，尤其是我们民族“乐以诗为本，诗以声为用”

的传统和歌诗传唱在唐诗创作中的作用，都充分说明，“诗的有

意识的传唱”完全可能成为新诗发展的一个新的契机。

第六章，探讨胡适“作诗如作文”理论的建构。胡适之所以

要“旁逸斜出”地走“作诗如作文”的道路，既不是他的一时兴

起，更不是他“漫不经心的信口开河”，而是来自他对文学演变

规律的把握和宋诗对他的深刻的影响。当他在西方文学的比照

下，对“百年文学久枯馁”的状况产生了不满，苦苦思索着中国

诗歌的新的出路时，是宋诗“以文为诗”的理念和历代文学演变

的事实给了他灵感。因此，胡适“作诗如作文”理论的建构，既

与中国诗歌发展的非格律化趋势有关，与西方诗歌主潮影响下

整整一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关，但是，更与宋诗“以文为诗”理念

的影响有关。假使没有西诗的比照，胡适不会萌发变革旧诗的

念头，但如果没有宋诗“以文为诗”理念的影响，胡适也许无法

提出“作诗如作文”的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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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，探讨胡适“作诗如作文”理论之陌生化优势。实际

上，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说胡适的诗歌理论，在当时，一个在艺

术体式上迥异于传统诗词但又与传统诗歌血脉相连的新的诗歌

品种———中国的白话新诗，已在这种理论的催生下如期而至。

胡适所提出的新诗与旧诗要在章法、语言、韵律、意象等方面形

成差别的理论，也早已在二十世纪初的新诗运动中充分显示了

其艺术陌生化的威力。其理论优势表现在：以旧诗之道探寻新

诗之路；有清醒的创新意识；其主要理论可取之处不少等等。总

之，“作诗如作文”能够成为“五四早期白话诗的主要理论旗帜”

绝非偶然。如果胡适的诗歌理论毫无可取之处，即使再新锐，再

有冲击力，它也绝对成不了气候。

第八章，探讨胡适“作诗如作文”命题的理论缺失。胡适

“作诗如作文”理论关乎百年中国诗歌发展却迭招物议，原因在

于理论的利弊兼有，其命题更经不起推敲。本文肯定“作诗如

作文”理论对于白话新诗的“旗帜”意义，但着眼于未来中国诗

歌发展，着重从本体理论、诗学依据、诗美思想诸方面，分析其命

题的理论缺失及原因，据此得出“‘作诗如作文’命题可以休

矣！”之结论。

第九章，探讨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的新诗形态设想得失。

胡适关于新诗形态的建构，最重要的言论莫过于《文学改良刍

议》、《谈新诗》。其中，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是新诗尚未萌芽时胡适

关于诗及中国文学的一番审视、一个预言、一种设想。在对中国

文学（主要是诗）的审视中，胡适提出了其带有预言、设想性质

的有名的改良文学之“八事”。其中涉及古典诗歌创作之“去烂

调套语”、“不用典”、“不讲对仗”三事，因受制于新诗取代旧诗

之二元对立思维，一直未见批评，久而久之，似被淡忘，以至于成

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空白点。笔者认为，“三事”对百年中国诗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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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巨大，且关乎传统诗学之评价及诗歌的未来路向，当详察

之。

第十章，探讨胡适《谈新诗》的新诗形态探索得失。如果说

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是胡适最初关于诗及文学的一番审视、一个预

言、一种设想，那么，《谈新诗》则是新诗萌芽后胡适关于诗的形

态建构的一点心得、一些收获、一个回顾。它来自胡适对自己及

同期诗人新诗创作经验的提炼，它是胡适几年来关于诗歌形态

艰辛探索的理论升华。因为是探索者的经验提炼，《谈新诗》当

难免初期理论的幼稚、瑕疵和偏颇，但关于新诗形态的构想已大

致成型，而且其中不少关于新诗格式、新诗音韵、新诗作法等论

述，已经成为当时乃至后来绝大多数诗人新诗创作之圭臬。因

此，解读这一文本，也就有着了解过去、把握现在、认识未来的意

义。

第十一章，探讨胡适与学衡派诗歌理论之异同。对某种诗

歌理论的批评，方法自然多种多样，但其中最可行者，莫过于将

其与另一种理论加以比较。在今天，对于胡适的诗歌理论而言，

最合适的比较对象要数学衡派的诗歌理论。透过它与胡适几乎

对立的传统诗学评价，我们不仅可以深入地细读到五四时两种

截然不同的理论话语，可以从中烛见胡适与学衡派之短长，可以

消解我们过去对于胡适或学衡派的某种神话或成见，与此同时，

我们还可以从相互冲突的理论双方，寻觅到二者之间其实早已

有过而今后更能互为弥补的诗学默契。

附录的第一讲，探讨胡适变革传统的近现代思想资源。中

国文学批评从传统到现代，曾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化、变革的过

程。在这个嬗变过程的自始至终，民族的特质或隐或显，仍在实

际上起着主宰的作用。但由于西方文化、西方文论、西方学术思

想的渗入，使得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如文学观念、文学理论、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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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方法、批评模式乃至各种批评的辅助手段，均已呈现出与传统

迥然不同的形态，面貌已然为之一新。而在这个由旧向新、由传

统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，先是晚清的梁启超、王国

维，而后才是五四前后的陈独秀、胡适。虽最终促成其根本转

折，且较大地影响了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进程的，是后来居上

的胡适，但当我们要论及胡适时，则不能不首先了解为胡适留下

思想资源的几位先行者。

第二讲，探讨胡适五四时期的反“载道”。胡适的反“载

道”，其实并未超出五四初期先驱者们“反旧文学载孔孟之道”

的整体思想水平。但比之同时代人，胡适确又有着独特的建树。

首先，他敢于率先否定传统的文学观念，又能够独具慧眼地肯定

与这一核心观念有关的一些优良传统，如坚持“言之有物”，坚

持“文学关乎世道人心”等。对于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所看重的

文学关乎世道人心的功用特点，胡适是深以为然的。其次，胡适

对于古人过分强调“文非有关世道人心不作”的片面性又有着

比较清醒的认识。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，胡适还无法对“文以

载道”作出进一步的分析，但他对于文学的功用特点和内容与

形式的辩证关系的阐述，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他对传统的某些

合理内核的深刻领悟，却能给我们以启迪，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

地认识传统的文学观念。

第三讲，探讨胡适五四时期的否“团圆”。出现于元明清三

代的小说、戏曲中的“大团圆结局”，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奇特

的人文景观。从那近千年来弥漫着始悲终喜、悲喜交加气息的

“团圆”文学，便可见出我们民族独具的审美观念。五四前后，

喜好大团圆结局的审美观念受到了包括王国维、蔡元培到胡适、

鲁迅等在内的新文化先驱的不同程度的批评。可以说，否“团

圆”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，批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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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。然而，大半个世纪过去，喜好大

团圆结局的文学审美观念并不因为胡适等人的否定而就此销声

匿迹，相反地，它引起了一批当代学者的研究兴趣，不少人以如

数家珍的口吻论说“团圆”，并或明或隐地对胡适等人当年的否

“团圆”提出了质疑。因此，怎样看待传统的“团圆”审美观念；

怎样评价胡适等人五四时期的否“团圆”；胡适等文化先驱当年

的举措还有无当代意义等等，也就成了文史研究上不能不面对

的一大课题。

第四讲，探讨胡适五四时期的倡“通变”。“通变”是我们民

族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，胡适的通变理论就取自传统。笔者

认为，文学革命能够速胜，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是通变观的倡导。

是胡适所倡导的“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”的通变观，为人

们反对旧文学、提倡新文学，反对文言文、提倡白话文，提供了极

其有力的理论依据。在变革初期，这种通变观令国人能从一个

全新的角度，清楚地看取旧文学所固有的种种弊端，诸如体式古

旧落后、语言晦涩难懂、情趣贵族化以及对小说盲目鄙薄等等，

从而“觉得中国文学有变革的必要”。但以胡适的通变理论作

为观照文学的标尺，我们就不能简单化地评说新文学、旧文学孰

优孰劣。只能说，古老的旧文学虽积蕴丰厚，但因其古老而无法

掩饰某些不合时宜的弊端；年轻的新文学虽生气勃勃，却因其年

轻而难免有稚嫩的表现。胡适的通变理论给予我们的启迪其实

远不止五四文学革命之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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